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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在全球拥有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盟友网络。通过有效的盟

国管控机制，美国基本保障了盟国政策与美国战略的一致性。但近年来，多个

美国盟国的对华政策偏离了美国战略，美国盟国管控机制失灵现象引起学界

关注。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为何会失灵以及如何失灵？现有美国盟国管控机制

的研究集中于以美国为中心，但盟国的能动性被弱化。本文研究结合美国盟

国国内政治权力关系，以菲律宾为案例指出，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本质特征是

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而菲律宾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将对这种弱势总统权

力关系结构形成重大挑战。这一假设解释了美国为何成功约束了２１世纪初

期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却难以有效约束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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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单极体系正在遭遇挑战，但不可否认，

美国目前仍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拥有一系

列正式与非正式盟友网络。诸如在北半球，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成员国多达２８个；在拉美，美国与２２个拉美国家签订了《美洲国家间互助

条约》；在大洋洲，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了集体防御条约；在亚洲，美

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签订了双边防御条约，保持着紧密的联盟关系。①多

DOI:10.16513/j.cnki.qjip.2018.0019



８４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年来，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互动使美国在对盟友管控方面积累了很多经

验，美国通过对盟国的有效管控基本保障了盟国政策与美国战略的一致性，

保持了盟国外交政策的可控性。

但近年来，多个美国盟国偏离美国战略目标，对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

如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转向，英国政府参与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领导人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等。如何解

释美国盟国的“脱轨”行为，美国的盟国管控机制为何失灵？由于该问题的

研究不仅需要考查美国的盟国管控机制设计，还需要考查盟国内部的政治

结构和运行规律，因此，为了便于变量控制，本文选择了一个国家不同届政

府的对华政策，比较在美国的盟国管控机制下，为何菲律宾阿罗约政府的对

华政策调整失败，而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成功。本文共分为五部

分。第一部分对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现有研究进行简要梳理；第二部分结

合菲律宾国内政治权力关系，指出美国在菲律宾构建盟国管控机制的本质

特征以及所遭遇的挑战；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对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成功

案例和失败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对学理意义和政策意义进行总结。

一、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现有研究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结盟？一旦结盟又该如何进行联盟管理？这一直是

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者们就指出，

同盟往往会在存在冲突或冲突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形成，成立联盟的主要目

的是“反对某人某事或顺带地反对某人某事”。①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这

一体系霸权国而言，与小国结盟，既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但

同时这一联盟关系还具有维持秩序的功能，即美国要对盟国行为进行适当

管控。诸如杰里米·普瑞斯曼（Ｊｅｒｅｍｙ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在２００８年出版的著作《好

战的盟友：国际政治中的联盟控制》中指出，联盟的国家经常相互控制另一

方走向战争，甚至某些联盟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控制另一方的行为，进而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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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杰里米·普瑞斯曼特别分析了美国是如何通过盟友关系阻碍以色列

采取一系列军事战争行为的。①

对美国而言，在通过联盟关系对盟友行为进行管控的同时，也需要支付

一定成本，因此需要不断地在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格伦·斯奈德

（Ｇｌｅｎｎ　Ｈ．Ｓｎｙｄｅｒ）于１９８４年发表了重要文章《联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指

出联盟 维 持 和 管 理 的 核 心 难 题 就 是 紧 密 的 合 作 将 面 临 “被 牵 连”

（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的困境，而松散的合作将面临“被抛弃”（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的困

境。斯奈德借用基辛格的分析，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应采取一种冷静审慎的

态度处理美苏关系，以防止欧洲盟友产生“被牵连”或“被抛弃”的担忧。② 美

国除了存在被盟友牵连的风险外，近年来学者们还指出了多种风险，如布雷

特·本森（Ｂｒｅｔｔ　Ｖ．Ｂｅｎｓｏｎ）提出“道德风险”，即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援助承诺

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盟友在危机状态下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战争政策，这可

能会对敌国产生威慑，但也可能会导致冲突。③ 为了化解这种风险，有学者从

美国所作出的承诺类型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安全条约文本及形式设计路径

进行研究，还有学者建议通过军售形式对联盟的潜在风险进行对冲等。④

具体到如何对盟友进行管控，戴维·莱克（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ｋｅ）的研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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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４１，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９０－１３９．



８６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一定代表性。他认为这一问题涉及主导国与从属国的互动实践，具有关系

性本质，从而提出了“关系性权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这一核心概念。①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戴维·莱克就开始对美国与盟国间的行为模式进行研

究，他认为国际体系不应当被视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铁板一块的无政府状

态，国家间存在的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实质上消解了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以及

体系的无政府性，国际体系实际上处于一个从无政府到等级制的连续谱系

中，其中根据不同的安全合作形式，等级指数由低到高分别为外交关系、势

力范围、保护国、非正式帝国、帝国。② 戴维·莱克用等级指数来衡量美国与

世界各国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等级指数可能存在

着差异，但除了中亚和南亚，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美国都主导着一个或

多个国家，美国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但正在按照帝国的方式行事。③

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其他国家承认美国的

合法性，这种社会契约决定了美国管理盟国关系应围绕一个核心概念而展

开，即“关系性权威”。其中，胁迫规训是一个必要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在选

举中公开支持目标国反对派候选人，资助各项民主运动，提供对外援助，实

施经济制裁，甚至通过军事干预推翻目标国政府等。除此之外，戴维·莱克

特别强调了美国作为主导国应该自我作出不滥用权威的承诺，这也正是关

系性权威机制的特别之处。④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不同的地区

研究对美国与盟国关系作出了更进一步研究。⑤ 如刘丰指出，美国的盟国管

控方式通常采取说服、诱导和强迫这三类手段，以弥合和协调与盟友之间的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ｋ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ｋｅ，“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２００１，ｐｐ．１２９－１６０．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９，Ｎｏ．３，２００８，ｐｐ．２８１－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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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９３－１３７．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第６—３８页；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

９０—１０６页；刘若楠：《美国权威如何塑造亚太盟国的对外战略》，《当代亚太》２０１５年第４
期，第５５—７５页。



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 ８７　　　

政策分歧，让盟友采取一致行动。① 刘若楠指出，美国在规训亚太地区盟国

的进程中，制定了以下“行为边界”：不能采取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相抵触

的对外政策，与美国领导的等级外的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时要保持距离，

不允许建立或参加有可能削弱或排斥美国地区影响力的地区合作机制。②

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美国联盟管控的理解，如联盟管控的本质、管

控困境以及管控手段等，但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本质上都属于一种以主导国

为中心视角的“供给性”研究，从属国在其中的重要性被忽视。这导致我们

无法充分解释以下困惑：第一，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是如何在盟国落地生根

的？第二，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为何有时成功，有时失灵？第三，美国盟国管

控机制是如何失灵的？正如戴维·莱克所言，联盟管控具有关系性本质，在

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从属国的经验性研究。为此，下文将结合菲律宾的国

内政治变化，试图从从属国的角度，分析美国盟国管控机制运行成功与失败

的原因。

二、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国内政治权力关系结构

在菲律宾，总统是外交政策的第一制定者。因此，美国对菲律宾盟国管

控机制的本质就是防止菲律宾总统的外交决策脱离美国战略。美国首先要

对菲律宾总统的外交决策权力进行预防或限制，把菲律宾总统的权力关在

“笼子”里。当然并不排除美国对菲律宾总统进行利益诱导，但美国盟国管

控机制首选是威逼，利诱是第二位的。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在菲律宾塑造一

种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从而保证了盟国管控机制的成功运转。然而，任

何一种政治权力关系结构都是处于流变进程中的，尤其一旦其所植根的深

层次社会结构发生演变时，美国所塑造的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将会出现

革命性变化，这反过来就会对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构成挑战。

①

②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

９６页。

刘若楠：《美国权威如何塑造亚太盟国的对外战略》，《当代亚太》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第５５—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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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本质：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

菲律宾独立以来，美国通过不同方式在菲律宾塑造一种弱势总统权力

关系结构，其中包括两条基本路径：渲染官僚体制外的反叛威胁和构建官僚

体制内的背叛威胁。菲律宾政治结构单一时，美国采取前者；菲律宾政治结

构多元时，美国采取后者。

冷战期间，马科斯执政下的菲律宾政治结构单一。马科斯政权垄断了

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在国内进行独裁统治。马科斯虽然看起来具

有“强势”总统的特征，但其政权安全和个人权力安全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尤其在冷战格局大背景下，菲律宾南部的共产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不断扩

展。诸如１９６９年菲共改编为新人民军，１９７０年穆斯林激进青年组成“摩洛

民族解放阵线”，使得马科斯不得不依赖美国来保证其政权的稳定。在美国

看来，新人民军是菲共的军事分支，其宗旨是要根据毛泽东思想，以农村为

根据地在菲律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① １９７２年８月，美国军方向菲律宾

军方披露了一份新人民军的秘密文件“１９７２年地区行动计划”，马科斯政权

危在旦夕。在马科斯坚决反共的前提下，美国对马科斯同年９月宣布军管法

以及政权越来越严重的独裁倾向都表示出默许态度，甚至给予马科斯政权

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３年，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２５亿

美元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并通过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机构提

供了５５亿美元的援助。②

当然，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美国的态度也直接

决定了马科斯政权的存亡。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２日，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

理参谋长拉莫斯领导的菲律宾军队改革运动公开宣布发动军事政变，菲律

宾民主化改革进程加快。在此关键时刻，马科斯面临着两种选择，即继续负

隅顽抗或妥协合作，而如何选择实际上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马尼拉时间

２月２５日早上，里根总统明确表明：“任何企图通过暴力维持现政权的做法

①

②

Ｇａｒｅｔｈ　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

Ｎｏ．２，１９８７，ｐ．６８．
Ｉｂｉｄ．，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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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是徒劳无功的。这场危机的解决只能是权力和平交接给新政府。”①马

科斯随即给美国方面打电话询问“声明中的交接是真实意义上的交接还是

国务院的另一策略”。在得到明确答复后，马科斯又询问能否让他与科拉

松·阿基诺达成一个“分权协议”，让他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保留至１９８７年

原有任期结束。② 里根总统否决了这一提议，只允许他前往美国寻求庇护。

这一天晚些时候，美国方面派出直升飞机接马科斯一行先前往克拉克基地，

再飞往美国。至此，这次菲律宾的政权更迭正式结束。这一事件在菲律宾

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回顾这一进程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较

量，正如有学者分析，即使科拉松·阿基诺把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成功的原

因归结于上帝的旨意和人民对马科斯政权的反抗，但是倘若美国不放弃对

马科斯的支持，马科斯可能也不会下台。③

菲律宾民主化改革以后，国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从马科斯时

期的个人家族集中化态势向精英群体间扩散，政治结构出现多元化趋势。

具体表现在民主化改革期间以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菲律宾国内的政治行为体

呈现出多元化，包括军方、教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等。在菲律宾新的政治态

势下，美国的盟国管控机制主要以总统为中心，通过控制总统与军方、总统

与教会、总统与社会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总统与国会这四组权力关系，构建

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限制和制约总统权力，从而保证美国盟国管控机制

的有效运行。这一管控机制有两种基本运行模式：一种是隐性运作模式，即

当总统外交政策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时，其他各重要政治行为体也表现出

支持或沉默。另一种是显性运作模式，即当总统外交政策与美国战略不一

致时，其他各重要行为体就会发出反对声音，并表现出背叛的态势，从而对

总统构成政治压力，迫使其屈服。

具体而言，与官僚体制外的反叛威胁相比，体制内的背叛威胁主要来自

军方的政变、国会的弹劾、教会的谴责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从军方来

看，美国与菲律宾军方关系非常密切，从提供武器装备、资金援助、制度建设

①

②

③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Ｋａｒｎｏｗ，Ｉｎ　Ｏｕｒ　Ｉｍａｇ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ｐ．５７．

Ｉｂｉｄ．，ｐ．５７－５８．
Ｉｂｉｄ．，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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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人才培养等。美国为菲律宾军官提供了很多直接在美国进修学习的机

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员有很多担任了菲律宾军方的高级职务。例如，

拉莫斯就在１９５０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担任菲律宾国防部长，并于

１９９２年担任总统。菲律宾军方内部的亲美势力非常强大，直到今天，菲律宾

军方在政府内部仍被认为是亲美势力的“堡垒”，杜特尔特曾戏谑现任国防

部长洛伦扎纳为“美国中情局的秘密特工”。① 因此，美国通过影响拥有实权

的菲律宾军方，对菲律宾总统的外交政策进行纠偏。

除了军方施压，诸如亲美议员在国会内部对总统发起弹劾也同样对总

统的外交决策构成了限制。菲律宾国会内部一直有一些坚定的亲美分子，

如１９７１年，前议员鲁菲诺·安东尼奥（Ｒｕｆｉｎ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曾经在报纸上发起

了一场“菲律宾加入美国运动”，呼吁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菲律宾是否加入

美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１９７２年，该运动还成立了一个正式的政党组织，

此后该运动领导人还多次登记参加总统选举。②目前，菲律宾国会内部亲美

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Ａｎｔｏｎｉｏ　Ｔｒｉｌｌａｎｅｓ）也成为杜特尔特最坚定的

反对者。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特朗普访问菲律宾前夕，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

甚至前往美国，会见美国国会主张削减对菲武器出口的议员，汇报了杜特尔

特政府时期菲律宾国内的腐败和人权状况，以图劝服美国取消特朗普的访

菲之行。③ 此外，菲律宾１９８７年宪法规定，菲律宾总统、副总统都经过民选

产生，可以来自不同的政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副总统就是作为总统的反

对者或监督者而存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便利。

就宗教势力而言，在马科斯执政后期，以辛大主教为代表的宗教力量逐渐

走向政治舞台前沿。革命后，作为“政治回报”，辛大主教成为阿基诺夫人政府

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　Ｃ．，“Ｔｕｂｅｚａ　Ｄｕｔｅｒｔｅ　ｒｉｂｓ　Ｄｅｌｆｉｎ：‘Ｙｏｕ＇ｒｅ　ＣＩ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ｎｅｔ／９３３９４４／ｄｕｔｅｒｔｅ－ｒｉｂｓ－
ｄｅｌｆｉｎ－ｙｏｕｒｅ－ｃｉａ．

Ｏｒｅｎ　Ｂｕｓｔｏｓ　ａｎｄ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Ｃａｂａｃｕｎｇａｎ，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　ＵＳ　Ｓｔａｔｅ，Ａｐｒｉｌ　２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ａｐｐｌｅｒ．ｃｏｍ／ｎｅｗｓｂｒｅａｋ／ｉｑ／

５６１２４－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ｐｈ－ｕｓ－ｓｔａｔｅ－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Ｊｏｃｅｌｙｎ　Ｒ．Ｕｙ，“Ｔｒｉｌｌａｎｅｓ，Ｉ　Ｃａｎ＇ｔ　Ｓｔｏｐ　Ｔｒｕｍｐ＇ｓ　Ｖｉｓｉ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ｎｅｔ／１６１０１０／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ｅｗｓ－
ｕｐｄａｔ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ｏｎｉｏ－ｔｒｉｌｌａｎｅｓ－ｉｖ－ｕｓ－ｖｉｓｉｔ－ｍａｒｃｏ－ｒｕｂｉｏ－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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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非正式的精神与道德顾问。① １９９２年，拉莫斯政府上台，拉莫斯总统信

奉新教，因此遭到了辛大主教的反对，辛大主教对拉莫斯政府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政策都进行了批驳，尤其当拉莫斯为连任总统发起修宪运动时，遭到了以

教会为首的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

菲律宾教会的关系相对较弱，美国方面基于“政教分离”原则，倾向于教会在菲

律宾政治中发挥温和保守的作用。但是菲律宾历史一再证明，在菲律宾国内

政治危机的重大时刻，美国方面与教会方面都能积极达成共识，促成合作，而

且二者在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方面高度契合，因此双方的合作潜力不容忽视。

菲律宾民主化革命之后，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大大促进了以非政府

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其登记注册的数量从１９８６年的２７１００个猛

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９５０００个。② ２０００年，为了逼迫埃斯特拉达总统辞职，１１个大

商会联合发表声明，担心比索下跌和外资流失，要求总统下台。随后，１６０多个

非政府组织发起名为“菲律宾人民议会Ⅱ”的抗议活动，引领了菲律宾历史上第

二次人民力量革命运动。③ 非政府组织还经常以公民身份发起对总统的弹

劾，一旦得到众议员足够票数的支持，弹劾程序即可启动。美国与菲律宾非

政府组织的联系是一种多层面的网络联系，其中包括援助主体多样化、援助

方式多样化、社会影响持久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主体既有政府组织，也

有各种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如菲律宾国内最早的非政府组织“菲律宾农

村重建运动”（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简称ＰＲＲＭ）的

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简称

ＣＩＡ）和国际开发署（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

ＵＳＡＩＤ），二者的资金通过美国国内的一些著名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

菲勒基金会及亚洲基金会等流向ＰＲＲＭ，或通过菲律宾国内政府机构流入

①

②

③

Ｅｄｇａｒｄｏ　Ｄａｇｄａ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４，１９９８，ｐ．５５．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Ｆｒａｎｃｏ，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ｕ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０９．

Ｉｂｉｄ．，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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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ＲＭ。① 美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援助合作方式不仅仅是资金合作，还包括

技术合作、能力建设、价值传播等。总体而言，尽管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制度

组织化程度不高，但其社会触角比较广泛，已渗透到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的各个细胞中，极大地传播了美国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非政府组

织的非营利性、志愿性和人道主义，菲律宾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对美国的信任

情绪，这种社会情绪最终将对菲律宾总统的政治行为构成舆论压力。

综上所述，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核心是一个以弱势总统为中心的权力

关系结构，从而在菲律宾总统政策偏离美国战略轨道时，对菲律宾总统的权

力安全形成威胁。当菲律宾社会结构单一时，美国通过渲染体制外共产主

义和分离主义势力的外部威胁，造成菲律宾总统对美国的依赖；当菲律宾社

会结构多元化时，美国通过发展与菲律宾国内其他重要政治行为体之间的

关系，从而对菲律宾总统的权力构成制衡。如图１所示。

　　注：图中虚线表示正向合作关系，实线表示反向对抗关系。

图１　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权力关系结构图

（二）美国盟国管控机制面临的挑战：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

的流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所依赖的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尽

管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一旦这种权力关系发生流变，美国的

盟国管控机制效果就会相应出现变化。一旦国内权力关系的天平朝着背离总

① 施雪琴：《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原因》，《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第６９—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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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方向倾斜，总统外交决策的独立性就会减弱，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成功的概

率就会进一步增加；相反，一旦国内权力关系的天平朝着总统的方向倾斜，总

统外交决策的独立性就会增强，美国盟国管控机制失灵的概率就会增加。

要考察菲律宾国内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是否发生流变，就需要对这

一权力关系结构所植根的菲律宾社会结构进行考查。社会结构是特定社会

内部社会个体围绕某一价值的分布和聚合状态，它涉及社会阶层分布的原

则，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力如何在阶层之间分布等。① 社会结构变革对

现有权力关系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或带来新的社会阶层，或改

变现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平衡。具体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就是菲律

宾总统背后的社会阶层基础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增加还是削弱了总统的权

力分布。菲律宾社会是一个以家族政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权力主要集中

在精英家族手中，大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并不实质性参与政治权力争

夺。② 菲律宾的政治家族普遍存在于吕宋岛、维萨亚斯岛的基督教地区和棉

兰老岛、南部群岛的伊斯兰地区，尤其是棉兰老岛伊斯兰地区的政治家族，

曾组建准军事部队以防止来自外部家族的威胁。家族之间的联盟分化、纵

横捭阖构成了政党、军队乃至社会政治力量的具体生态。

在菲律宾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总统是菲律宾政治家族阶层的代言人，无

论是菲律宾独立之初的罗哈斯总统，还是独裁时期的马科斯总统，抑或是人

民力量革命推选出来的阿基诺夫人，再或是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总统。唯一

的例外是１９９８年上台的埃斯特拉达总统，但很快就被赶下台。一方面，菲律

宾总统皆出身盘根错节的名门家族；另一方面，总统政策具有明显维护大家

族整体利益的倾向，集中表现在菲律宾国内至今仍没有解决土地改革问题。

菲律宾的政治家族大多都拥有大量土地，形成了既定的利益团体。虽然土

①

②

哈罗德·Ｄ．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
架》，王菲易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２年，第７１—７６页。

家族政治以及庇护制构成了菲律宾政治的主要特征，这几乎已经成为菲律宾研
究学者的一个共识，参阅：Ｃａｒｌ　Ｌａｎｄ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５，Ｎｏ．３，１９６６；ＢＪＴ　Ｋｅｒｋｖｌｉｅ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ｏｎ－
Ｃｌｉｅｎｔ，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２，

１９９５，ｐｐ．４０１－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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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关系到广大中下层人民大众的利益，但不可避免会触及菲律宾国内

土地大家族的既有利益。从马科斯到阿基诺夫人执政时期，尽管政府也出

台了一些法案，但土地改革在实践中基本都无法推进，诸如阿基诺家族路易

西塔庄园的土地问题就迟迟难以解决。最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土地改革问

题已经被移出了菲律宾的政治话语体系，不再是社会和政治关注的重要议

题，显然菲律宾中下层人民大众的利益进一步被边缘化。①

虽然菲律宾总统是菲律宾家族政治的利益代表，但是仅仅代表菲律宾

家族政治的精英却不一定能当选总统，这是近年来菲律宾总统选举中出现

的新现象，始于２０１０年阿基诺三世的当选。有学者称阿基诺三世的当选虽

然不是一种和原有政治模式的完全决裂，但也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出现了一

些渐进式的微妙变化，那就是选举动员过程中出现的公众话语权的增强。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行动，以新媒体为基础的公众话语不同于传统的游行抗

议等，它同时还超越了菲律宾社会不平等、贫穷等限制条件，实质性扩大了

菲律宾社会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程度。② 从选举投票结果来看，２００４年，阿

罗约竞选之初在菲律宾精英阶层中获得的支持率最高为３３．３％；但阿基诺

三世时期在精英阶层中获得的支持率最高达３７％，不容忽视的是，普通大众

给予他的支持率更高，高出了３个百分点。杜特尔特最终的成功当选也离不

开普通大众的支持。杜特尔特是５位总统候选人中唯一来自地方的人选，与

国家精英阶层联系较弱。在杜特尔特竞选之初，精英阶层支持的人选并非

杜特尔特，而是格雷丝·傅（Ｇｒａｃｅ　Ｐｏｅ），杜特尔特在精英阶层中的支持率仅

为２４％。③ 杜特尔特最终的成功当选，有学者称其为杜特尔特版“民粹主义”

的胜利，“他首先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使用了一种大众和精英对立的政治话

语风格来取悦大众”④。也有学者称其为“杜特尔特总统现象”，认为其反映

①

②

③

④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Ｆｒａｎｃｏ，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ｕ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０２．

ＥＬＥ　Ｈｅｄｍ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９７－１１８．

上述数据来自Ｐｕｌｓｅ　Ａｓｉａ在每个选举年的１月所做的初步民意调查，具体参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ｏｌｌ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ｕｌｓｅａｓｉａ．ｐｈ／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ｐｏｌｌ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ｖａｄ　Ｈｅｙｄａｒｉａ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ｕｔｅｒｔｅ （Ｎｅｗ　Ｍａｎｉｌａ：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７），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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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菲律宾精英民主正在经历变革，菲律宾正在走向一个更包容的民主社

会。① 当然，杜特尔特现象并不意味着菲律宾社会已经完全摆脱了家族精英

政治的掣肘，毕竟杜特尔特最终也得到了精英阶层的支持，而且６位副总统

候选人不仅包括马科斯家族的继承人，其他几位也都受到不同精英派系的

支持。② 但无论如何，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的当选，反映了一种社会演变，

即菲律宾总统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精英的代言人，同时也得到了普通大众的

支持。这说明菲律宾总统代表的社会阶层已经从精英阶层转向了“精英＋”

阶层。社会阶层的扩展意味着菲律宾总统的权威合法性增强，同时其政治

力量以及权力资源也在增强，这将改变菲律宾总统与其他重要政治行为体

之间的权力平衡。正如亚伯拉罕·卡普兰在《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

框架》中所言，一个政治机构要有效制约另一个政治机构的活动，它必须代

表一种政治力量，必须是一种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化表达，一种立足共同体的

社会权威。③ 无疑，菲律宾总统背后的权力基础在扩大，对美国盟国管控机

制所要谋求的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一变革最终解释

了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为何曾经成功约束了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却

难以有效约束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三、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成功案例：
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一）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２１世纪初，菲美关系在“９·１１”事件后围绕反恐展开了紧密合作，但短

暂蜜月期后双方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２００４年７月，为营救在伊拉克被恐

怖分子劫持的一名菲籍卡车司机，菲律宾政府不顾美方反对，单方面将军队

①

②

③

ＲＣ　Ｃａｓ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Ｄｕｔｅｒｔ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ａ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１７９－１８４．

Ｉｂｉｄ．，ｐ．１８１．
哈罗德·Ｄ．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

架》，王菲易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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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拉克撤出，给美国的反恐联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① 此举引起美方强

烈不满，小布什政府谴责这一行为向恐怖分子释放了错误信号，并威胁要降

低对菲援助，美菲关系陷入困境。② 在此背景下，阿罗约政府开始调整对华

政策。阿罗约形容自己的对华政策为“全面接触”，旨在促进两国关系全面、

多方位以及长远发展。③ ２００４年９月，阿罗约高调访问中国，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和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联合海洋地震工

作协议》，协议合作区总面积为１４２８８６平方公里，双方各出３名代表成立联

合合作委员会，制定工作计划和安排数据交流等。④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中

国、菲律宾、越南的３家石油公司在马尼拉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

海洋地震工作协议》（Ｊｏｉｎ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简称ＪＭＳＵ）。ＪＭＳＵ协议分为

３个阶段，计划于２００８年完成，其后来自３个国家的代表将对收集到的资料

进行评估，并为下一步的开发合作提供政策建议。⑤ ＪＭＳＵ协议无疑是中菲

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中菲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在２００７年

４月海南博鳌论坛期间，中国中兴通讯与菲律宾交通通信部签署了政府宽带

网项目的商务意向合同，总金额达３．２９亿美元。此外，中国承诺向菲律宾的

北吕宋铁路系统提供援助，中国企业也将进一步促进菲律宾的能源、基础建

①

②

③

④

⑤

菲律宾国内有学者认为，由于海外务工人员比较多，菲律宾对菲国人的海外安
全问题存在着“过度”的关注，这是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一个特殊之处，参见：Ａｉｌｅｅｎ　Ｓ．Ｐ．
Ｂａｖｉｅｒａ，“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４，”Ｓ．Ｒａｊａｒａｔｎａ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ｎｅ　５，２０１２，ｐ．１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ｖａｄ　Ｈｅｙｄａｒｉａ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ｕｔｅｒｔｅ （Ｎｅｗ　Ｍａｎｉｌａ：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７），ｐ．６１．
Ｒｅｎａｔｏ　Ｃｒｕｚ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ｉｔ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３，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７０６．
“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ｒａｔｌｙｓ．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ｐｄｆ．

“Ａ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ａｔｌｙｓ．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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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以及农业发展，两国关系进入了“友谊的黄金时代”。

菲律宾国内学者认为菲中关系的发展有对抗美国的意图。雷纳托·卡

斯特罗（Ｒｅｎａｔｏ　Ｃｒｕｚ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认为，中国高调发展中菲经济和政治合作是

中国试图削弱美菲同盟关系的外交策略，中方希望与菲律宾不断增长的贸

易和安全联系能够牵制菲律宾在一系列中美关系上的立场表态，如是否支

持美国在台湾海峡以及东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①

（二）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下的菲律宾权力关系结构

菲中关系的改善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

影响力。针对阿罗约政府偏离美国战略目标的外交行为，美国启动了盟国

管控机制，促使菲律宾军方、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内部亲美人士在菲中关系

上做文章，进行政治污名化，对阿罗约总统施加压力。美国启动了和菲律宾

军方的一些特别合作项目，以获得军方支持。２００６年３月，美国和菲律宾成

立了军事安全沟通委员会，促进双方在非传统领域的协商合作。美国方面

还开始资助菲律宾军方一些长期耗资巨大的项目，如菲海军南部海域监控

项目耗资高达１５００万美元，该项目涉及给菲律宾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南部

边界装置高频无线电设备和雷达系统。② 菲律宾国内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商

业协会、部分学者也开始出来指责中菲合作，认为存在不透明、要价过高以

及回扣等现象。菲律宾国会内部亲美人士也纷纷行动，推波助澜。２００８年２

月２６日，亲美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首先在国会提交３０９号提议，呼

吁对ＪＭＳＵ协议展开调查。随后，参议员马德里加尔（Ｍａｄｒｉｇａｌ）提交了３１５

号弹劾提议，潘菲洛·拉克森（Ｐａｎｆｉｌｏ　Ｌａｃｓｏｎ）提交了３１９号弹劾提议，称阿

罗约的行为违背了公众信任，违反了宪法第１２条，已构成叛国罪，阿罗约必

①

②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Ｔｒｏｕ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Ｐａｒｔ　ＩＩ：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ｉｌ　２８，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ｓ：／／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ｒｏｕｂｌｅ－ａｎｄ－ｓｔｒ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ｐａｒｔ－ｉｉ－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ａｔｏ　Ｃｒｕｚ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ｉｔ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３，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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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为此负责。①

在社会各界压力下，２００７年１０月，阿罗约终止了中国企业投资的政府

宽带网项目；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ＪＭＳＵ协议到期后，阿罗约政府声称能源部

不愿再延长ＪＭＳＵ 协议。中菲南海资源合作的努力被迫搁浅，中菲关系遭

受重创。与此同时，随着２００９年奥巴马上台，菲美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高

峰。同年７月３０日，阿罗约访问美国白宫，这是奥巴马上台后东南亚国家的

第一个造访者。１１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菲律宾。尤其是随着奥

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以及深化，菲律宾对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配合

程度也越来越高。

综观阿罗约政府时期菲律宾对美、对华的政策调整，不难发现，美国的

盟国管控机制有效管控了阿罗约政府的对美战略偏差。而这一管控机制

能够成功运行，则是基于早在ＪＭＳＵ协议之前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已经

形成。菲律宾总统在与各重要政治行为体的权力关系互动中都处于一种

弱势地位，因此美国通过这些政治行为体渠道释放的反对信号，很容易对

阿罗约总统的个人权力形成压力，从而迫使阿罗约政府不得不进行政治

屈服。

具体而言，２００１年１月，阿罗约在军方以及中上层社会力量的支持下，

通过发动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成功推翻了埃斯特拉达政府而上台。但这

种政治联盟很快破裂，而且对阿罗约的政治势力形成了极大掣肘。２００１年５

月，在菲律宾中期选举中，虽然阿罗约的人民力量联盟成功击败了埃斯特拉

达的政党联盟，但是前军方领导人参议员胡安·庞塞·恩里莱（Ｊｕａｎ　Ｐｏｎｃｅ

Ｅｎｒｉｌｅ）和格雷戈里奥·霍纳桑（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Ｈｏｎａｓａｎ）的落选引起军方内部的

不满。随后阿罗约通过“职位出租”获得了一些高层军官的支持，但从２００３

年到２００７年，一些中下层军官至少发动了３次兵变。在２００６年最严重的一

次军事叛乱中，马尼拉地区多处发生爆炸。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政变的威胁

①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ＡＴＬＹ　ＤＥＡ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２００８，１４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３０９；“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ＧＡＳ　ＡＮＤ
ＯＩ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ＳＰＲＡＴ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Ｍａｒｃｈ　４，２００８，１４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ｅｎ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３１５；“ＪＯＩ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ＡＴ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Ｍａｒｃｈ　５，２００８，１４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ｅｎ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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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笼罩在阿罗约政府头上的阴影，使阿罗约的外交政策受到很大限制。

在国会内部，多名议员对阿罗约发起弹劾案。虽然阿罗约成功控制了众议

院，防止了来自体制内弹劾议案的最终通过，但反对派基本控制了参议院，

仍然对阿罗约造成很大困扰。阿罗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也非常紧

张。一方面是由于阿罗约政府的上台毕竟是在推翻了“民选总统”的基础

上，因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基于“维护宪法”的精神对阿罗约政变上台行为有

所不满。早在２００１年４月，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参议员就集结在

乙沙大道上，试图发动第三次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阿罗约政府。另一方面是

由于阿罗约政府展开“法外杀害”，尤其是针对媒体记者和一些政治异见者

的行为，引起了菲律宾国内甚至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不满。① 此外，

２００４年８月社会气象站的民意调查显示，菲律宾国内５５％的民众认为当年

５月的总统选举存在舞弊现象。② ２００５年，为了防止群众游行以及第三次人

民力量革命爆发，阿罗约政府颁布了“管控预防法”，规定没有政府批准，禁

止进行抗议游行活动，这更是引发民间社会团体的不满。③ 辛大主教去世

后，阿罗约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在２００５年阿罗约身陷腐败

丑闻时，教区主教们不仅没有公开谴责，反而给予了支持，称“毕竟任何人都

会撒谎”，而且私下拒绝了公开谴责阿罗约总统２００４年选举舞弊的请求。④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这种联合是建立在高层私人间贿赂腐败的

关系基础上的，对阿罗约的支持并没有扩散到天主教基层民众中，双方的

利益联合非常脆弱，因此天主教会对阿罗约来说是一支不可靠的政治联盟

力量。

正是由于阿罗约总统在国内权力关系互动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此

在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下，她迫于政治压力，很快调整了对华政策。随着２０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ｌｅｎ　Ｈｉｃｋｅｎ，“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７：Ｂａｌｌｏｔｓ，Ｂｕｄｇｅｔｓ，ａｎｄ　Ｂｒｉｂｅｓ，”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８１．

Ｔｅｍａｒｉｏ　Ｃ．Ｒｉｖｅｒａ，“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４，”Ａｓｉａ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４５，Ｎｏ．１，

２００５，ｐ．１２８．
Ｅｖａ－Ｌｏｔｔａ　Ｅ．Ｈｅ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５：Ｏｌ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Ｎｅｗ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１８８．
Ｏｓｃａｒ　Ｐ．Ｌａｇｍａｎ，“Ｃｈｕｒｃｈ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ｒｒｏｙ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ｎｅｔ／１０１０４８／ｃｈｕｒｃｈ－ｌｏ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ｒｒｏｙｏ－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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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罗约总统修改宪法的努力受挫，尤其是美国方面表达了希望２０１０年按期

举行总统选举的意愿后，阿罗约总统的政治生命随着任期结束而告一段落。①

四、美国盟国管控机制失败案例：
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一）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６年，阿基诺三世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为：深入配

合参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

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冲突越来越激烈。② ２０１３年，菲律宾不顾中国反对，强行

将南海问题提交联合国仲裁。２０１４年，奥巴马访问菲律宾，双方发表《马尼

拉宣言》，签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等。在美菲联合推动下，南海问题朝着

冲突的方向不断演进，尤其是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南海仲裁的结果更是引起中

国方面的抗议。在此大背景下，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杜特尔特通过竞选成为

菲律宾新一任总统。杜特尔特首先在菲律宾国内和东盟峰会上都对南海仲

裁结果表现出冷静和克制的态度，其次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率团访问中国，与中国

就南海问题的管控以及下一步的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中菲关系实现全

面转圜，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美菲关系也经历了调整，菲律宾从

依赖美国的外交转向独立外交。菲律宾的外交政策目标调整为减少对美国

的依赖，发展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更为均衡的外交关系，坚持

东盟的核心地位，从而促进菲律宾的国家利益。③ 具体而言，华盛顿在南海

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不能再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终止了美菲在南海争

议海域的联合巡逻，降低了美菲军事合作规模，取消了部分联合军演。“肩

①

②

③

Ｐａｔｒｉｃｉｏ　Ｎ．Ａｂｉｎａｌｅｓ，“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９：Ｔｈｅ　Ｂｌｕｓｔｅｒ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５０，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２２１．
Ｒ．Ｃ．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Ｔｈｅ　Ｄｕｔｅｒ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ｑｕｉｎ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５，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１３９－１５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ｖａｄ　Ｈｅｙｄａｒｉａ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ｕｔｅｒｔｅ（Ｎｅｗ　Ｍａｎｉｌａ：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７），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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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肩”军事演习的场域、参演人数和设备都将面临重新调整。菲律宾外交政

策的调整给美国带来了一定压力，《经济学人》称，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坚定

盟友正像成熟的芒果一样扑通一下掉入了中国人的掌心。① 虽然目前仍无

法准确断定菲律宾的外交政策调整到底能走多远，但无论如何，菲律宾外交

政策的调整使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制约中国的战略牌大打折扣，使美国在东

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也有所削弱，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

亚的印度和印太战略。

（二）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下的菲律宾权力关系结构

针对杜特尔特政府的“脱轨”行为，美国启动了盟国管控机制。美国奥

巴马政府撤销了原定与杜特尔特的双边会面，撤销了原本拟对菲律宾警察

部队提供的２６０００支突击步枪。美国还暂缓提供对菲律宾“千年挑战基金”

４亿美元的援助。２０１６年，美国对菲律宾的年度经济援助总额从上一年度

的１．５７亿美元下降为１．３７亿美元，比２０１４年下降了１．７３亿美元，比阿基

诺三世时期最高年度额下降了４．７７亿美元。国际人权组织机构更是严厉谴

责菲律宾侵害了人权。“大赦国际”称，在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中，成千上万

的人被非法杀害，人权分子遭到威胁恐吓，菲律宾国内的言论自由受到侵

害，死刑法案死灰复燃等。②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称，杜特尔特总统让

菲律宾陷入了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马科斯政权以来最糟糕的人权危机，禁毒

行动导致了约１２０００人死亡，主要是包括儿童在内的城市贫民。③２０１８年

２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通知菲律宾政府，称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

犯罪行动中是否有违反人权行为展开初步调查。除了这些惩罚举措，美国

还密切与菲律宾军方的关系，加大对菲律宾军方的支持力度。２０１６年，美国

①

②

③

Ｂａｎｙａｎ，“Ｄｕｔｅｒｔｅ＇ｓ　Ｐｉｖｏｔ，”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

ａｓｉａ／２１７０８９８４－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ｕｎｔｉｌ－ｎｏｗ－ｓｔａｕｎ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ｌｌｙ－ｆａｌ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ｍｐ－ｄｕｔｅｒｔｅｓ－
ｐｉｖｏ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ｍｎｅｓｔｙ．
ｏｒｇ／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ｔｈ，“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ｈｒｗ．ｏｒｇ／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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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额首次超过经济援助额，而且与上一年度相比，美国对

菲律宾的军事援助额呈现上升趋势，从１．０１亿美元上升到１．５２亿美元，增

加幅度为５０％。２０１７年下半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拉维市“毛特组织”

及阿布沙耶夫武装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向菲律宾派出反恐部队，并为军队提

供监视和情报收集方面的技术支持。虽然美国启动了盟国管控机制，而且

特朗普上台后与杜特尔特的私人关系较奥巴马时期有所改善，但直到目前

为止，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出现大的调整。对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美

国对菲律宾反恐提供的援助，杜特尔特也只是降低了批美声调，对美国表达了

口头感谢，仍然坚持独立外交，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至今仍保持着良好发展势

头。目前来看，美国对菲律宾管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菲

律宾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总统背后代表的社会阶层从精英阶层向“精英＋”

阶层演变，从而使总统权力基础增大，总统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权力关系平衡

被打破，导致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所依赖的弱势总统关系结构发生了动摇。

具体而言，从杜特尔特政府与军方的关系互动来看，军方虽然有强烈的

亲美情绪，对杜特尔特政府疏离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所不满，但并没有出现针

对杜特尔特政府的军事叛乱行为。一方面，杜特尔特在国内的社会民意支

持率一直较高，远高于阿罗约政府，较高的民意支持率成为制约菲律宾军方

发生叛乱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阿基诺政府时期，基于自身较高的民意支

持率，其对军方进行了改革，促进菲律宾军队职业化、现代化建设，削弱了政

治化色彩。２０１０年７月，阿基诺三世执政不久就承诺要促进菲律宾武装部

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重点从“国内平叛”转到“国土防御”上，提出了建立

“最低限度、可信的防御能力”。① 其军事现代化的措施包括提高军费比例，

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深化菲美军事合作等。同时，阿基诺三世政府视中国

为威胁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队保卫国家的军事使命感，这也减少

了他们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性。正如亨廷顿所言，控制军方权力、提高军队

职业化水平的其中一条原则，就是把军队建设的方向确定在军事使命上。

外部威胁创造了一种氛围，迫使军方为即将发生的战争全心全意做好准备，

① 陈庆鸿：《菲律宾军事现代化及其前景》，《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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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①

从杜特尔特与国会内部、教会、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互动来看，在国会内

部，杜特尔特利用自身广泛的社会基础，很快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尤其

是２０１６年８月杜特尔特政府发布了一份涉毒“黑名单”，其中包括１６０多名

政、法、军、警界人士。黑名单产生过程的神秘性给菲律宾国内反对派带来

了很大压力。② 目前，菲律宾国内以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副总统

莱妮 · 罗布雷多（Ｌｅｎｉ　Ｒｏｂｒｅｄｏ）、首席大法官塞雷诺（Ｍａｒｉａ　Ｌｏｕｒｄｅｓ

Ｓｅｒｅｎｏ）为首的反对力量很难在国会内部获得广泛支持，难以对杜特尔特构

成实质性挑战。杜特尔特在与教会的关系互动中也比较强势。早在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杜特尔特就谴责罗马教皇访问菲律宾造成拥堵。在杜特尔特竞选总

统期间，教会表达了对杜特尔特施政纲领的反对，而这并没有阻止杜特尔特

成功竞选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依然经常对教会口诛笔伐，称其卷入腐

败、儿童猥亵案，其反对堕胎政策阻碍了菲律宾人民福祉的提高。直到杜特

尔特禁毒行动开始３个月约３０００人死亡后，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协会才发布

了第一份反对法外杀害的声明。③ 教会在与总统的权力关系互动中，越来越

处于守势。杜特尔特在与亲美的非政府组织互动时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

面，通过“主权”“安全”合法性话语，反对美国以及国际组织对菲律宾国内人

权问题的指责，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威胁要关闭国内亲美媒体网站。另一

方面，杜特尔特在国内也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多样性特征，通过鼓励发展一

部分亲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实现了非政府组织自身之间的平衡。同时，杜特

尔特在国内一直维持较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非政府组织

的反对声音很难被放大。

正是由于杜特尔特总统背后的社会基础已逐渐向“精英＋”阶层演变，

①

②

③

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４—２３９页。

“ＤＵＴＥＲＴＥ＇Ｓ　ＬＩＳＴ：‘Ｎａｒ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ｓ，Ｌａｗｍｅｎ，Ｊｕｄｇｅｓ，”ＡＢＳ－ＣＢＮ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１，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ａｂｓ－ｃｂ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０８／０７／１６／ｄｕｔｅｒｔｅｓ－ｌｉｓｔ－ｎａｒ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ｓ－
ｌａｗｍｅｎ－ｊｕｄ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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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统在国内的权力关系互动中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其他政治行为体无

力抵挡总统的权力。总统掌握主动权后，又不断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寻找合

法性话语，使得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更难发挥有效制约作用。

五、结　论

本文研究围绕美国盟国管控机制失灵的问题展开，即美国在菲律宾已

经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盟国管控机制，为何成功约束了２１世纪初期阿罗约政

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却没有成功约束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研究

发现，美国实质上是通过构建一种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来防止菲律宾总

统的外交政策偏离美国轨道。但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国内社会结构发生变

化，总统的权力基础正从精英社会结构向“精英＋”社会结构演变，使总统的

权力资源增大，从而对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所依赖的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

构成挑战。因此，在阿罗约政府时期，由于阿罗约处于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

构中，军方、国会、非政府组织对阿罗约的权力安全都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

一旦阿罗约的对华政策引起美国不满，美国的盟国管控机制很快就会迫使

阿罗约政治屈服。然而，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总统的社会基础扩大，其他

政治行为体在与总统的权力关系互动中都处于下风，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

构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发生了流变，这一态势决定了美国盟国管控机制容

易失灵。

就理论意义而言，本文探讨了美国在盟国的管控机制模式以及失灵的

原因，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研究路径也为理解美国盟国管控机制提供了新视

角。当然，美国盟国的多样性决定了管控机制的多样性，因此对菲律宾这一

案例的研究有助于下一步展开比较分析。如美国在菲律宾的管控机制是一

种弱势总统的“间接管控”模式，在美洲的管控机制类似于“直接管控”模式，

在日本的管控机制类似于“他者威胁”模式，在欧洲的管控模式类似于“安全

共同体”模式。

就政策意义而言，本文打开了国家利益的“黑匣子”，揭示了国内政治行

为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着国家利益的走向。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走向不仅仅

取决于菲律宾国家行为体与美、中三方间的博弈，而且取决于菲律宾国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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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权力关系的互动。美、菲、中关系在未来将会呈现出以下趋势：一是在菲

律宾现有社会结构下，菲律宾总统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资源有所扩展，对美国

盟国管控机制所依赖的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美国

对菲律宾的盟国管控能力正在减弱，这为中菲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一定的战

略空间。二是面对盟国管控机制失灵的现象，美国对菲律宾的盟国管控政

策将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转向防止全面崩溃的目标。为此，美国将持续发

展与菲律宾其他政治行为体尤其是军方的友好关系，保持菲律宾军方与美

国战略理念的一致性，增强军方在与总统的权力关系博弈中的行动资源，维

持军方对总统最终的威慑力，为总统对美国的战略偏离以及中菲关系的发

展划定界限。一旦总统杜特尔特突破限度踩了红线，如修改宪法、延长任

期，或与美国完全决裂，美国要保留菲律宾军方应对的行动能力。三是从长

远看，美国将不得不对自身的盟国管控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包括是否要重建

美国对菲律宾的盟国管控机制以及如何重建的问题，这不仅涉及美国的全

球战略以及地区战略，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菲律宾国内的权力关系结构的

演变。


